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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魏江，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刘洋 （通信作者，Ｅ－ｍａｉｌ：ｌｉｕｙａｎｇｚｊｕ＠ｇｍａｉｌｃｏｍ），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
理学院；应瑛，浙江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彭雪蓉，浙江工商大学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本文受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重点项目 “经济结构转型、研发网络情境下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演化规律研究 （７１１３２００７）”，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青年项目 “与狼共舞：国际研发联盟中的知识协同与后发企业创新追赶研究 （７１５０２０６５）”、“研发网络
分散化与创新价值的创造和独占过程机制研究 （７１５０２１６０）”以及广东省软科学研究项目 “以少应多：制度复

杂性、启发式规则与后发企业创新追赶 （２０１６Ａ０７０７０６００２）”的资助。

启发式规则与后发企业追赶战略

抉择：一个探索性研究

□ 魏　江　刘　洋　应　瑛　彭雪蓉①

摘　要：面对复杂的制度环境，处于后发劣势的中国企业可能以更加简练的 “启

发式规则”（ｈｅｕｒｉｓｔｉｃｓ）来应对才能实现创新追赶。本文聚焦于 “转型经济背景下后发

企业如何做出战略抉择”这一核心问题，通过对比四个典型案例，发现启发式规则是

后发企业应对复杂制度环境的核心认知机制：对制度环境和自身能力的感知同时限制

和使能企业的启发式规则这一认知机制，进而形成组织惯例；进一步的，启发式规则

和组织惯例作为组织认知和组织行为层面的核心变量，对于后发企业通过感知制度和

自身能力做出前瞻性和顺应性战略抉择扮演着重要角色。最后，前瞻性和顺应性战略

抉择的直接后果是合法性的获取和创新能力的提升，这些后果进一步反馈于后发企业

感知到的制度环境和技术能力与市场能力的差距，进而开始新一阶段的追赶。这些发

现对于制度理论、后发企业追赶理论以及企业实践均有一定的启示。

关键词：后发企业；创新战略；启发式；组织惯例

一、问题提出

转型经济背景下的后发企业必须同时面临本土同行与全球发达国家跨国企业的双

重挤压，同时这些缺乏国际领先技术和市场能力的后发企业需要在复杂情境下做出战

略决策。在如此复杂的情境下，仍有许多企业以超越常规的路径抉择实现战略突破

（Ｇｕ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５）。吉利集团、华为技术、海尔集团、奇瑞集团正是其中的典型，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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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突破后发劣势，取得了令全球瞩目的成就，

跻身世界领先行列。那么这些后发企业如何在

复杂制度环境中做出战略抉择？

针对这一问题，现有文献有两大代表性

视角：

（一）战略决策的视角

如江诗松等 （２０１３）提出基于政治的追赶

战略；Ｋｕｍａｒａｓｗａｍｙ等 （２０１３）以及 ＭｃＤｅｒｍｏｔｔ

和 Ｃｏｒｒｅｄｏｉｒａ（２０１０）提出的网络战略；Ｆａｎ

（２００６）提出的创新战略；田志龙等 （２０１０）的

经营战略等。这些研究指出独特战略对于追赶

的重要作用以及潜在的理论贡献，但未能深入

探索这些追赶战略背后的形成机制，正如 Ｂａｒ

ｎｅｙ和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５）强调深入理解这些独特战

略抉择背后的形成机制对于构建中国管理理论

的重要作用，Ｔｓｕｉ（２００６）也提出对由内到外

（ｉｎｓｉｄｅｏｕｔ）情境化研究重要价值的呼吁。

（二）制度理论视角的研究

这类研究着重讨论了转型经济的独特制度

背景对于后发企业的战略抉择的限制效应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ｅｆｆｅｃｔｓ），例如制度缺失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ａｌｖｏｉｄｓ）、制度转型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弱制度 （ｗｅａｋｎｅｓｓｏｆ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制度困难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ｈａｒｄｓｈｉｐ）等。这些研究强调了制

度约束对战略追赶的作用，但没有能从制度复

杂性 的 角 度 出 发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Ｇｒｅｅｎｗｏｏｄｅｔａｌ，２０１１；李 晓 丹 和 刘 洋，

２０１５），关注到制度作用的双重性，即制度兼具

限制和使能作用 （ｅｍｐｏｗｅｒｅｄｅｆｆｅｃｔｓ）。显然，

转型制度如果没有正向使能，后发劣势企业是

不可能实现技术追赶的。

为了弥补以上缺口，本文提出面对复杂的

制度环境和后发劣势，转型经济背景下的后发

企业需要以 “简要规则”（ｓｉｍｐｌｅｒｕｌｅｓ）的启发

式为指引，形成组织惯例，最终制定相应的追

赶战略。具体而言，本文将整合战略决策理论

和制度理论从两个方面来探究转型复杂性是如

何对后发企业追赶发挥使能效应的，以及制度

复杂性是如何传导到战略决策行为的。前一方

面将利用制度复杂理论来解释，后一方面将基

于企业行为理论中的启发式规则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ｕｒｉｓｔｉｃｓ），即企业在面对复杂环境时，一些为

组织决策提供认知捷径的简要规则 （Ｂｉｎｇｈａｍ＆

Ｅｉｓｅｎｈａｒｄｔ，２０１１），与组织惯例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ｏｕｔｉｎｅｓ）来展开分析，最终构建面对复杂制度

环境后发企业以简要规则为机制进行追赶战略

决策的理论框架。这一框架一方面识别出了制

度对于后发企业的限制和使能作用，更为重要

的是从启发式规则这一认知视角出发，打开了

后发企业如何使制度感知成为意义系统并形成

具体且独特的追赶战略的过程 “黑箱”。

具体研究方法，本文以吉利控股集团 （以下

简称吉利）和奇瑞集团 （以下简称奇瑞）为背

景，以其创新追赶的三个阶段为分析单元，通过

探索性纵向对比案例研究展示面对后发劣势，企

业如何根据制度特点，产生独特的启发式规则并

形成不同类型的组织惯例，进而指导企业进行战

略抉择，获取合法性与创新效果，并最终实现创

新追赶。这一过程模型将打开后发企业创新追赶

的 “黑箱”，并对制度理论、企业行为理论以及

后发企业追赶理论做出重要贡献。

二、核心构念与理论框架

追赶是指新兴经济体的企业改进技术和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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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能力，提升高价值增值活动的过程，这一过

程通过战略、结构、技术、系统、组织过程等

重新定位以应对独特的环境 （Ｋｕｍａｒａｓｗａｍｙ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早期对追赶的研究多集中于新型工

业化国家，近期学者把目光转移到新兴经济体

中的转型经济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并强调企业

独特的追赶战略。制度理论被认为是研究转型

经济背景下企业战略抉择形成的重要理论。制

度是 “规制、标准和认知的结构与活动，为社

会行为提供了稳定性和意义”，这些正式和非正

式的要素提供了限制和使能社会行为的认知框

架、标准化指导和规则 （Ｄａｉ＆Ｌｉｕ，２０１５）。

大部分的转型经济背景下后发企业追赶的

研究都强调了制度情境，有些试图去识别独特

的制度特征，强调这些特征对于战略抉择的限

制效应 （Ｃｈｉｔｔｏｏ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９）。然而这些文献

忽略了转型经济背景下的制度复杂性特征，即

制度具有 “硬币的两面性”，其对企业追赶战略

的影响同时具有限制与使能作用。事实上，制

度缺失或弱制度等特征对于后发企业来说，也意

味着可能的机会，因为制度的不均衡性和不完备

性，其必然结果是对一类企业带来挑战的同时，

给另一类企业带来机会。比如，制度嵌入的先导

性会给具有强政治连带的企业带来资源配置的优

先权，进而正向促进市场机会的获取或技术能力

的提升。Ｇｉｄｄｅｎｓ（１９８４）提出 “社会结构与行

动的双重性”来解释这种现象，认为现存制度同

时限制和使能个体行动者。基于此，本文将从

Ｓｕｄｄａｂｙ（２０１０）呼吁的内部视角出发，探讨后

发企业如何把制度理解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和感知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成为限制和使能组织程序和战略抉择

的意义系统 （ｍｅａｎ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ｓ），进而详细分析制

度感知对于企业战略抉择行为的影响。

进一步，从后发企业的视角出发来理解和

感知制度与后发劣势，并讨论感知到的意义系

统如何影响组织过程和战略抉择，有必要从企

业行为的视角进行解构。

（１）在有限理性条件下，在越发复杂的环

境中采用愈加简单的启发式规则，对于企业进

行有效战略抉择具有特别意义 （Ｂｉｎｇｈａｍ＆Ｅｉｓ

ｅｎｈａｒｄｔ，２０１１；Ｂｉｎｇｈａｍ ＆ Ｈａｌｅｂｌｉａｎ，２０１２；

Ｄａｖｉ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Ｅｇｇｅｒｓ＆ Ｋａｐｌａｎ，２０１３）。

目前文献对转型经济的独特制度特征有大量争

议，尽管没有绝对的结论，但其较成熟经济更

加复杂则是肯定的，在这种情境下，启发式规

则作为组织认知的重要模式对于企业从复杂的

制度特征中寻找机会就显得非常重要。本文聚

焦的启发式规则强调高层管理团队在面临复杂

环境时，能够为组织决策提供认知捷径的简要

规则，这些规则往往是从经验中学到的，能够

在有效利用某些机会的同时即兴创造出某些机

会，并把启发式规则区分为机会创造型启发式

规则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ｃｒｅａｔｉｎｇｈｅｕｒｉｓｔｉｃｓ）和机会获

取型启发式规则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ｃａｐｔｕｒｉｎｇｈｅｕｒｉｓ

ｔｉｃｓ）。前者定义为在有限信息和新环境中用来

创造机会并利用创造出的机会来应对感知环境

中的不利因素而形成的简单且深入人心的规则，

强调试错学习与实时即兴发挥 （ｉｍｐｒｏｖｉｓａｔｉｏｎ）

的交互；而后者定义为在有限信息和新环境中

用来选择、利用感知环境中机会的简单且深入

人心的规则，强调试错学习与远见的交互。

（２）启发式规则有助于组织惯例的形成进

而影响战略抉择的非线性过程，有助于理解后

发企业追赶战略抉择的 “黑箱”。组织惯例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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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重复、可识别的行为模式，往往包含多个参与

者和相互关联的行为 （Ｅｇｇｅｒｓ＆Ｋａｐｌａｎ，２０１３）。

本文不去争论组织惯例的不同流派之间的差异

（Ｆｅｌｄｍａｎ＆Ｐｅｎｔｌａｎｄ，２００３），而是顺应 Ｆｅｌｄｍａｎ

和Ｐｅｎｔｌａｎｄ（２００３）的讨论，把组织惯例看成规

范性 （ｏｓｔｅｎｓｉｖｅ）和行动性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惯例

的结合，突出其行为模式的重复性与改变性特征

（稳定与变革），并讨论启发式规则如何影响组织

惯例，以及惯例对于战略抉择的影响。

（３）企业行为理论强调的反馈机制，特别

是绩效的感知对于现有惯例强化和新惯例形成

有着 重 要 影 响 （Ｇａｖｅｔｔｉ，２０１２；Ｃｈａｎｄｌｅｒ＆

Ｈｗａｎｇ，２０１５）。这一反馈机制对于理解后发企

业在追赶过程中感知到进步，并进一步影响新

的战略抉择有着重要启发。

综上，本文将从后发企业本身特征 （感知技

术和市场能力差距）和复杂制度环境 （感知制度

转型中蕴含的机会和限制）出发，从企业认知

（启发式规则）的视角出发，打开后发企业进行

追赶战略抉择的过程 “黑箱”（见图１）。

图１　后发企业战略决策研究框架

三、研究设计与案例情况

（一）方法选择

“后发企业创新追赶战略的形成过程如何”

很难用大样本统计分析得出，要回答 “如何形

成”这样的问题，案例研究显然非常合适。为

此，本文采取纵向多案例研究设计。纵向多案

例研究有两个优势：①界定了研究问题本身和

理论基础之后，可以让研究者仍保持开放的心

态来探索这一研究问题的深层次答案；②运用

多案例研究，可以结合纵向单案例研究在探索

动态、系统过程方面的优点，以及多案例复制

逻辑的优点，使本文的研究在尽量控制外生变

异的同时保持关键事件发生的次序以准确识别

因果关系，即尽量提升内部效度的同时保证了

外部效度 （刘洋和应瑛，２０１５）。

（二）案例情况

本文选取的案例是吉利集团、奇瑞集团、

海尔集团和华为集团①，这是因为：吉利和奇瑞

作为中国首批获得轿车生产资格的民营企业，

在整个行业受到严格管制条件下做出的战略抉

择是本文研究问题下的极端案例，通过对比吉

利集团和奇瑞集团的案例有助于本文的新理论

构建。海尔集团和华为集团是中国制造业追赶

成功的两个重要典型案例，通过对两者的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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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分析进行理论修正，最终实现了理论与数据

的匹配。如图２简要展示的吉利和奇瑞的基本

情况以及发展历程所示，本研究在进行数据分

析后发现吉利和奇瑞的战略抉择和创新追赶过

程体现了相似的模式，而图３简要展示了海尔

与华为发展历程的对比，可以发现这一模式进

一步得到验证。

图２　吉利与奇瑞发展历程对比

图３　海尔与华为发展历程对比

资料来源：笔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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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据收集与分析

考虑到整合多渠道数据来源有助于进行

“三角验证”，我们收集了来自半结构化的访谈、

产业报告、专利库、学术文献、官方网站、证

券交易所、企业内部资料、现场观察以及新闻

报道等诸多渠道的定性和定量数据。最终，我

们收集了截至２０１５年６月的大量访谈、文字与

图片资料，以及众多视频音频资料。其中海尔

集团和华为集团与作者所在单位有共建研究中

心，自２００８年起每年合作项目与企业诊断为本

文数据收集提供了大量便利；同时本研究团队

对吉利集团和奇瑞集团一直跟踪研究，对自

２００８年起的实时数据都进行准确记录和整理，

以试图降低回溯性释义带来的偏差，特别是对

吉利的副总裁、研究院院长、中层管理者以及

工程师等的访谈进行编码并与二手数据进行了

详细比对。海量数据一方面让我们兴奋，另一

方面也不可避免地给识别准确数据带来困扰。

我们采用大事年表的办法来整合这些来源的数

据，并通过 “三角验证”在保证信度水平和不

被数据淹没之间取得平衡。具体而言，我们以

关键事件为脉络，整理从不同渠道、不同提供

者确认的数据，形成翔实、完善、可信的案例

资料，以供进一步数据分析。

具体数据分析过程遵循案例内与跨案例分

析的范式。在数据分析过程中强调了如下三个

关键点。首先，特别强调了数据与理论之间的

平衡，这是因为我们确信整个过程中数据与理

论通过交互实现匹配的重要性。其次，特别强

调了复制逻辑，特别是案例内和案例间，研究

情境的一致性 （同一行业、同一企业）和差异

性 （不同行业、不同企业）使得验证和修正涌

现出的理论更为方便。再次，特别强调作为过

程理论和过程数据的独特性，特别关注时间、

冲突描述、动态交互等在变化过程中的重要角

色。最后，我们也采用了图表展示、模式匹配

等常用且有效的分析工具。

四、案例分析

（一）吉利与奇瑞追赶过程的比较

１战略抉择与创新追赶

图４展现了吉利和奇瑞的后发企业追赶战

略抉择的全景图。吉利和奇瑞主要的战略抉择

集合包含以下两个方面：

图４　吉利与奇瑞的追赶战略比较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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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先动性战略，吉利和奇瑞的先动性战

略包括国际化战略、技术领先战略等。这些战

略的实施帮助吉利和奇瑞迅速提升了自身技术

能力和市场能力。如在技术能力方面，吉利和

奇瑞目前拥有专利超过 １００００项；吉利 ４Ｇ１８

ＣＶＶＴ发动机和Ｚ系列自动变速器世界先进，全

球鹰 ＧＸ７获得 Ｃ－ＮＣＡＰ“超五星”；奇瑞在

ＤＶＶＴ双可变气门正时技术、ＴＧＤＩ涡轮增压缸内

直喷技术、ＣＶＴ无级变速器等技术上有着重大突

破。在市场能力方面，吉利出口量占中国轿车总

出口的２０％左右，在中国轿车生产企业连续１０

年排名前十，２０１２年起连续五年入选世界５００强

等；奇瑞累计出口超过１００万辆轿车，总销量和

出口量均位居中国乘用车企业第一位①。吉利和

奇瑞的国际化先动性战略为制度转型背景下中国

企业获得国际话语权起到了重要作用。

（２）顺应性战略，吉利的顺应性战略包括

实施Ｂ级车市场战略 （从低端向中高端发展）、

分品牌营销战略 （全球鹰、帝豪、英伦汽车三

个品牌独立营销）、政治参与战略等。奇瑞的顺

应性战略也类似但稍有不同，包括品牌定位提

升战略 （从低端向中高端发展）、品牌瘦身战略

（多品牌回归奇瑞名下，车型从高峰时的３２款

缩减至１６款）等。这些战略有助于利用国内市

场的稳定增长迅速提升自身的市场能力，也是

吉利和奇瑞顺应制度环境的需要，积极参与国

家战略以持续获取合法性的做法。一个典型证

据是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作为全国政协委员

积极推动企业国际化发展，多次参加工业和信

息化部召开的发展经验座谈会，提升其合法性，

还被认定为 “国家汽车整车出口基地企业”，获

取财政补贴等各类政策支持等②。总之，这些战

略集合的实施使得吉利和奇瑞能够利用转型经

济制度环境并迅速提升自身技术能力和市场能

力实现快速追赶。

２制度转型以及后发性缺陷：限制与使能

效应

转型经济的一大特色是政策制定者可以通

过直接的制度设计来支持特定的企业，正是利

用制度的后发性缺陷，使得同一制度对某些企

业产生限制效应的同时，对另外的企业产生直

接的使能效应，本文仍以吉利为例来展示这一

逻辑。２００８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就 《吉

利汽车逆市上扬对汽车工业的启示》一文做出

批示，成为吉利全面获得政府支持的信号，而

后国家、地区各级领导频频考察吉利，甚至于

２００９年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专门在北京召开

“吉利汽车发展经验座谈会”，这是改革开放以

来国家部委第一次对一个企业专门召开发展经

验座谈会③。这些信号为吉利开启了众多的政策

操作空间，如２００９年出台的 《汽车产业调整和

振兴规划》中，尽管没有吉利的名字，但吉利

感知到了在自主品牌、兼并重组、出口等方面

的众多机会。在此条件下，李书福的致股东函

在持续强调国内市场的强劲增长的同时，于

２００９年开始突出吉利会在 “全球汽车工业的重

大变革中占据强势地位”。

吉利在避免转型经济下制度的限制效应、

发挥其使能效应的能力方面已经炉火纯青。李

—４２—

①

②

③

资料来源：吉利和奇瑞的公司年报、公司网站等。

资料来源：公开新闻报道汇总。

资料来源：吉利汽车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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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福于２０１３年两会座谈会上发言：“作为一个

中国的企业家，跟党和国家政策分不开的，实

际上这个路和梦想党和政府根本已经设定好

了，关键我们如何把路走好，这是我们的

使命。”①

吉利对于后发性缺陷的感知也愈加深刻，

李书福多次坦言 “与主要国际汽车生产公司科

技水平的距离”、“国内市场渗透仍然不足”、

“海外市场依然相当脆弱”，并多次在致股东书、

企业内部会议和对外演讲中强调，“持续加强对

新产品平台、新技术及新车型的研发投入”，

“将在质量控制、技术研发及创新、零部件采

购、市场推广及销售、客户服务等方面继续作

出改善”②。

３启发式规则与组织惯例：组织认知和行

动扮演的角色

应对这些感知到的条件，吉利和奇瑞主要

贯彻了两类重要的启发式规则。第一类是利用

机会获取性规则来把握和开发感知到的国内广

阔市场，本文将仍以吉利为例，展示相关证据

链。吉利的第一条规则从 “造老百姓买得起的

好车”正式变为 “造最安全、最环保、最节能

的好车”。这一规则在李书福的大力推动下，已

经深入吉利每个人的认知，在吉利内部资料

“吉利汇报”，以及吉利各层管理人员的应对媒

体的访谈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在这条规则下，

吉利推动了三个重要的组织惯例：组织架构重

构、产品架构重构和获取制度支持类活动。

①在组织架构方面，吉利在２００６年以后，每年

的组织架构都有明显变化，特别是吉利对于其

生产基地的改造可以窥到组织架构重构这一惯

例的形成与演化历程 （表１展现了吉利２０１２年

的重要生产基地）。这一惯例是其Ｂ级车市场战

略的重要保障。②在产品架构方面，２００７年起

低端品牌产品开始淘汰，并逐步拉开产品架构

重构的序幕，逐步实现以全球鹰、帝豪和英伦

汽车三个子品牌为核心的新的产品组合，产品

架构的重构保障了其分品牌营销战略的顺利实

施 （表２展现了吉利的主要产品）。③在获取制

度支持类活动方面，主要是积极参与制度要求

的行为，具体而言，吉利顺应制度要求，接待

国家以及地方政府官员，申请各类政府举办的

示范企业 （例如，２００８年获得科技部、国务院

国资委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首批 “创新型企

业”），承担社会责任 （李书福上榜２００８年胡润

慈善榜；截至２０１２年底吉利累计公益支出４亿

元），顺应国家宏观政策 （例如西部大开发以及

出口示范）等③，这些组织行为保障了政治参与

战略的顺利执行并帮助其获取更大的合法性。

第二类是利用机会创造性规则来应对环境

变化做出主动创造机会的启发式规则。仍以吉

利为例，展示相关证据链。吉利 “强调自主创

新”这一规则显然在上一阶段已经出现，但在

这一阶段更加深入人心。由于得到时任总理温

家宝的肯定，李书福通过各种渠道展示吉利在

自主创新战略上的重视和成效。他作为政协委

员公开强调：“我每天甚至连睡觉都在想着自主

—５２—

①

②

③

资料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ｂｔｉｍｅｓｃｏｍｃｎ／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２３５０２／２０１３０３１４／４０７６３７ｈｔｍ。
资料来源：吉利汽车公司年报。

资料来源：公司内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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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否则就会被淘汰。”① 李书福的态度显然

触动了过去一直强调合资的汽车产业政策，李

书福认为，中国的汽车产业自主创新长期以来

“缺乏系统性和导向性政策支持”，这种局面希

望从吉利开始改变，于是，机会利用型启发式

规则就愈加清晰，并在这一规则下形成两个重

要的惯例：技术能力培育、人才培养。技术能

力培育这一惯例在吉利汽车研究院的逐步发展

过程中得到持续强化和改进，包括大力引进人

才 （２０１２年拥有 １９００名员工，其中海归 ２３

人②），大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２０１２年底已经

有３０个部门，将近 ９０个科室，形成了全流程

的实验室③），注重知识创造活动 （如吉利汽车

技术手册、吉利产品开发流程、吉利汽车设计

及技术标准、知识分享系列讲座已出版超过２００

册④），合作创新 （见表３）等行为。人才培养

这一惯例可以在吉利先后投资创办了以汽车专

业与社会专业相结合的全日制北京吉利大学、

海南大学三亚学院，以及中国第一所重点培养

汽车车辆工程博士与硕士的研究生院———浙江

汽车工程学院这些事例中窥到一定端倪。事实

上吉利人才培养的活动层出不穷，从２００７年的

“大雁计划”到后来的 “百日提升计划”、 “元

动力工程”、“人岗匹配”、“新型班组建设与管

理”、“千人研究生培养计划”等活动都是人才

培养这一惯例的典型事例⑤。这两个惯例在根本

上保障了吉利的技术领先战略，乃至其他战略

的顺利实施。这里需要强调的一点是，不论是

技术能力培育或人才培养，都帮助吉利刻上

“自主创新”的标签，这一标签不仅对于吉利自

身战略的实施、技术能力与市场能力的提升有

着重要作用，同时也帮助吉利把聚焦于大力支

持大型国有企业的产业政策逐步分一些到 “自

主创新”的民营企业身上，这在转型经济背景

下，对突破制度限制、获取潜在机会有着重要

影响。

表１　吉利汽车重要生产基地

生产基地 年产能 （台） 型　　号

临海厂房 ７５０００
全球鹰熊猫 （１０公升、１３公升、１５公升）

ＧＸ２（１３公升、１５公升）

路桥厂房 １０００００

英伦汽车金刚 （１５公升）

ＳＣ５（１５公升）

ＳＣ６（１５公升）

宁波厂房 １６００００

自由舰 （１３公升、１５公升）

ＥＣ７（１８公升）

ＥＣ７－ＲＶ（１５公升、１８公升）

—６２—

①

②

资料来源：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ａｕｔｏ／２００５－０３／０８／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６６８３２０ｈｔｍ。
③④⑤　资料来源：公司内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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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生产基地 年产能 （台） 型　　号

兰州厂房 ４００００ 自由舰 （１３公升、１５公升）

湘潭厂房 １０００００

远景 （１５公升、１８公升）

ＳＣ７（１５公升、１８公升）

ＧＣ７（１８公升）

上海厂房 ３００００ ＴＸ４（２４公升、２５公升柴油）

济南厂房 ６００００ ＥＣ８（２０公升、２４公升）

成都厂房 ６００００
ＧＸ７（１８公升、２０公升、２４公升）

ＳＸ７（１８公升、２０公升、２４公升）

慈溪厂房 １２００００ 帝豪ＥＣ７；帝豪ＥＣ７－Ｒ

　　注：截至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３１日。
资料来源：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年报，吉利集团官方网站。

表２　吉利主要产品

品牌 型　号 ２０１０年销售量 （店铺量） ２０１１年销售量 （店铺量） ２０１２年销售量 （店铺量）

全球鹰
自由舰、吉利熊猫、

远景、ＧＸ２、ＧＣ７、ＧＸ７
１９９１９８（３６３） １７７７３０（３３６） １７６９９９（３２４）

帝豪 ＥＣ７、ＥＣ７－ＲＶ、ＥＣ８ ７２６６０（２１２） １０６６７６（２４５） １５５２７４（２９７）

英伦汽车 吉利金刚、ＳＣ３、ＳＣ６、ＳＣ５－ＲＶ、ＳＣ７ １３８６１９（４６３） １３７２０５（３９５） １５１２１０（３６０）

　　资料来源：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年报。

表３　吉利控股重要合作创新项目

年份 对象 内　　容

２００５ 香港生产力促进局 在香港合作开发新型轿车体系并带动有关零部件开发项目

２００５ 马来西亚ＩＧＣ集团 整车项目及ＣＫＤ项目

２００７ 俄罗斯ＲＯＬＦ公司 合作合同

２００７ 同济大学 吉利—同济汽车工程研究院

２００９ 江森自控 吉利汽车—江森自控全球战略合作项目

２００９ 浙江利民公司与韩国大义集团 吉利集团、浙江利民公司与韩国大义集团三方合作项目

２００９ 台湾裕隆公司 吉利—裕隆战略合作项目

２００９ 壳牌 吉利汽车—壳牌战略合作项目

２００９ 美国密歇根大学汽车研究中心 浙江汽车工程学院与美国密歇根大学汽车研究中心战略合作项目

２０１０ 兰州市人民政府 兰州市人民政府与浙江吉利控股集团合作建设项目

２０１０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与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合作项目

２０１０ 铭泰集团—万科集团 吉利集团／铭泰集团—万科集团战略合作项目

２０１０ 吉利大学 吉利汽车研究院—吉利大学人才培养战略合作项目

—７２—



01234&516789:;<=

：
>?@ABCD

续表

年份 对象 内　　容

２０１０ 佛吉亚—利民 佛吉亚—利民—吉利合资企业

２０１０ 中国联通 吉利汽车与中国联通联合打造吉利３Ｇ“智能汽车”合作项目

２０１１ 清华大学 吉利—清华汽车智能安全技术联合实验室

２０１１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吉利动力总成有限公司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正式签署ＤＳＩＨ６ＡＴ变速器项目开发项目

２０１２ 埃及ＧＢＡｕｔｏ公司 北非中东市场建立３万～５万产能的ＣＫＤ组装厂

２０１２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与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车联网战略合作

　　资料来源：笔者整理。

吉利的另外一条机会创造性启发式规则是

“让吉利汽车走遍全世界”。这条规则不仅仅暗

指吉利的出口战略 （事实上，正如李书福所言，

吉利在海外市场仍不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会

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①），而且是一条在转型经

济中创造机会 （出口和国际化符合产业政策导

向，避免制度限制，获取制度支持），同时快速

提升技术和市场能力实现追赶的启发式规则。

这条规则下，吉利海外市场培育 （市场能力提

升）和海外技术整合 （技术能力提升）这两个

重要惯例得以培养和发展。首先，虽然吉利在

海外市场上的竞争力仍需要进一步提升，但李

书福多次强调 “长远而言将为本集团的产品带

来巨大的增长潜力”。因此，海外市场能力的培

育一直在进行，并逐渐形成了稳定的惯例。

２００７年以后吉利汽车整车出口虽然主要车型以

及主要目的地仍比较单一，但喜人的增长趋势

证明了这一惯例的效果 （见表４）。此外，２０１２

年吉利汽车的出口量占中国轿车总出口的

２１％②，也说明了吉利相对中国汽车企业在海外

市场能力方面的竞争优势。其次，海外技术整

合用来提升技术能力的组织惯例对于吉利应对

制度环境和后发缺陷以及实施国际化战略、自

主创新战略等有着重要作用。吉利控股主要的

与技术能力提升相关的海外扩张行为 （见表５）

不仅对吉利自身技术能力提升有着显著作用，

同时对形象提升、获取政府支持等有着重要

影响。

表４　吉利汽车整车出口量 （不包括沃尔沃）

年份 出口量 （台） 占总销售量 出口主要目的地 主要车型

２０１２ １０１９０８ ２１％ 俄罗斯、伊拉克、沙特 ＥＣ７、吉利金刚、自由舰 （总和超过７０％）

２０１１ ３９６００ １０％ 乌克兰、俄罗斯、沙特 吉利金刚、自由舰、吉利熊猫 （总和超过７０％）

２０１０ ２０５５５ １１％ 俄罗斯、中国台湾、土耳其 吉利金刚、自由舰、吉利熊猫 （总和超过８０％）

２００９ １９３５０ ６％ 中东、东欧、非洲 自由舰、吉利金刚 （总和超过８０％）

２００８ ３７９４０ １９％ 东欧、中东、非洲 吉利金刚、自由舰 （总和超过８０％）

２００７ ２１０７９ １１％ 东欧、中东、非洲 自由舰 （超过７０％）

　　资料来源：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年报。

—８２—

①

②

资料来源：笔者访谈。

资料来源：公司内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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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吉利控股海外扩张 （技术能力相关）

年份 事件 规模 目的

２００７
与英国锰铜控股有限公司成立上海英伦帝华

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吉利占５２％股权

年生产能力约为４００００台

出租车及轿车
生产本地型号 「ＴＸ４」出租车

２００７ 收购英国锰铜控股总股本的２２８３％权益 ２００７年年产２５００辆
共享品牌、分享技术、营运知识、推广策略及服务

专长

２００９
全资收购澳大利亚 Ｄｒｉｖｅｔｒａｉ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ＰｔｙＬｔｄ

年产能 ２０万台自动变

速箱

设计、研发和生产自动变速箱，提升自动变速箱领

域的技术和生产能力

２０１０ 全资收购沃尔沃轿车公司 收购资金约为１８亿美元
１００％股权收购，包括所有资产、品牌以及知识产

权等

２０１３ 收购英国锰铜控股公司１００％股权
２０１１年底总资产达０６亿

英镑

全部收购厂房 （考文垂工厂）、设备、不动产、全

部无形资产 （包括知识产权、商标、商誉等）、上

海英伦帝华汽车厂４８％的股份以及库存车辆

２０１３ 在瑞典设立欧洲研发中心
将招纳瑞典及中国约 ２００

名全职工程师
研发新一代模块化架构与相关部件

　　资料来源：ＭａｎｇａｎｅｓｅＢｒｏｎｚ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Ｌｉｍｉｔｅｄ年报、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年报。

类似地，奇瑞的机会创造性规则变成了

“技术奇瑞”，机会利用性规则变成了 “自主汽

车第一品牌”，在这两条规则的指引下，奇瑞也

形成了众多组织惯例，使其做出相应的战略抉

择，经过四年的阵痛转型，在２０１４年全年汽车

销量终于实现了 ２０１１年以来的年销量首次

逆转。

（二）海尔与华为追赶过程的进一步验证

１战略抉择与创新追赶

图５展现了海尔和华为的后发企业追赶战

略抉择的全景图。海尔和华为主要的战略抉择

集合包含以下两个方面：

（１）先动性战略，海尔和华为的先动性战

略有国际化战略、技术领先战略等。这些战略

的实施帮助海尔和华为迅速提升了自身技术能

力和市场能力。如在技术能力方面，华为２０１４

年在全球范围内申请了３４４２项专利，居世界第

一，海尔多项技术全球领先；市场能力方面，

华为从２０１２年起成为全球第一大电信设备制造

商，海尔则从２００８年起在部分行业领域蝉联全

球第一。海尔和华为是中国企业最早开始执行

国际化先动性战略的企业之一，海尔以１９９９年

为转折点，开始布局全球，从发达国家进入，

先后在欧美国家设厂，当年出口创汇人民币

１３９亿元。华为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就布局

全球研发网络，１９９９年在印度班加罗尔设立研

发中心，２０００年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设立研

发中心，２００１年在美国设立四个研发中心，并

加入国际电信联盟，２００３年与３Ｃｏｍ合作成立

合资公司，专注于企业数据网络解决方案的研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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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２００４年与西门子合作成立合资公司，开发

ＴＤ－ＳＣＤＭＡ解决方案等①，这一系列跨地理边

界的研发网络一方面帮助华为迅速获取国际领

先知识，另一方面有助于其国内市场地位的提

升，更为重要的是，华为在国际市场上获得了

巨大成功。

图５　海尔与华为的追赶战略比较

（２）顺应性战略，海尔的顺应性战略包括

名牌战略和多元化战略等，华为的顺应性战略

包括本地化战略、多元化战略等。海尔首先进

入发达国家市场，创立了世界名牌，而后逐步

布局全球市场；与之相对应华为则先进入非洲

等欠发达市场进行本地化战略，逐步往发达国

家发展。海尔和华为均采取了多元化战略来充

分发掘品牌中蕴含的价值。总之，这些战略集

合的实施使得海尔和华为能够利用转型经济制

度环境并迅速提升自身技术能力和市场能力实

现快速追赶。

２制度转型以及后发性缺陷：限制与使能

效应

海尔和华为是利用制度转型中蕴含机会的

典型。海尔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于１９８６年先后

合并了青岛电冰柜总厂和青岛空调器总厂，

１９９１年１２月２０日成立海尔集团，而后海尔先

后兼并了广东顺德洗衣机厂、莱阳电熨斗厂、

贵州风华电冰箱厂、合肥黄山电视机厂等十八

个企业。１９９２年 ２月，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

海尔抓住机遇，在青岛东部高科技开发区征地

８００亩，开始建立海尔工业园；而后海尔先后受

到多位国家领导人和当地政府部门的关注，直

至２００２年已经在全球建立了十个工业园②。通

过配置这些分公司的互补性能力，大力发展冰

箱相关技术，使得其在早年就通过美国 ＵＬ认

证、ＩＳＯ９００１国际质量体系认证，获得国家质量

管理奖等，对于把握当时制度情境中蕴含的机

会有很大的作用。

—０３—

①

②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公司网站、公司内部资料等整理汇总。

资料来源：公司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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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华为在１９９２年也发现了中国市

场所蕴含的巨大机会，研发并推出了农村数字交

换解决方案，迅速占领了中国农村市场，１９９５年

销售额达到１５亿元人民币，而后开始拓展到中国

主要城市，从国内市场中获得了巨大的收益①。

３启发式规则与组织惯例：组织认知和行

动扮演的角色

应对这些感知到的条件，海尔和华为也主

要贯彻了两类重要的启发式规则。第一类是利

用机会获取性规则来把握和开发感知到的国内

广阔市场。海尔早年 “质量第一”的启发式规

则是一个典型的证据。关于海尔砸冰箱的故事

是这一启发式规则得到全体员工和消费者认同

的一个重要事件：１９８５年，一位用户来信反映

海尔冰箱有质量问题，张瑞敏让员工用大锤亲

自砸毁７６台有缺陷的冰箱，砸醒了员工的质量

意识②。正是这一鲜活的表征使得员工和消费者

认同了海尔关于质量的重视和信心，于１９８６年

在北京、天津、沈阳迅速获得消费者认可，在

国内市场中迅速获得了巨大的收益，奠定了海

尔的后续发展。在这一规则的指引下，海尔进

行的一系列组织活动紧紧围绕提升消费者对于

“质量”认同进而提升品牌价值这一主题。此外

２００１年海尔国际化已经初见成效，自其获得全

国质量奖开始，国家各级领导人开始特别关注

海尔，相关视察频繁，使得海尔迅速获得了相

关政策的大力扶持。

华为的 “农村包围城市”的启发式规则也

起到了类似的效果。早年推出农村数字交换解

决方案到在印度设立研发机构等都是其获取制

度转型中蕴含的机会的重要方式。基于这一规

则，华为形成的系列组织惯例包括对于不同

“农村”市场的开拓与把握、不断在全球建立研

发中心以保障本地化战略的实施等。

第二类是机会创造性规则。海尔的 “开放

式创新”是其一条非常重要的机会创造性启发

式规则，海尔 ２００９年成立开放创新中心以来，

一直强调 “世界就是我们的研发中心”这一理

念，并在这条规则的指引下，在全球建成美国、

欧洲、日本、澳洲、中国五大研发中心，通过

内部１１５０名接口人，紧密对接 １０万多家一流

资源、１２０多万名科学家和工程师，形成遍布全

球的创新资源网络；同时海尔建立开放的ＨＯＰＥ

（ＨａｉｅｒＯｐｅｎ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线上平台，

全球的用户和资源在平台上零距离交互，持续

产出创新的解决方案③。这一启发式下，形成了

得到全球认可的 “人单合一”的管理模式，围

绕客户需求，平台主、小微主、创客三者的互

动，使得组织模式变得更加去中心化。

华为则一直强调 “更美好的全连接世界”

这一规则，强调其核心业务———电信基础网络、

云数据中心和智能终端等领域的技术领先，这

就要求其持续的大量研发投入 （销售收入的

１０％以上，超过 ４５％的员工从事研发），事实

上，华为在全球设立了包括印度、美国、瑞典、

欧洲 （德意法等）、俄罗斯以及中国的北京、上

海、南京、成都、西安、杭州等多个研究所，

与多个全球领先公司建立了合资公司。

—１３—

①

②

③

资料来源：公司网站。

资料来源：公司内部资料。

资料来源：公司网站与内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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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后发企业创新战略

抉择的过程框架

通过对吉利、奇瑞、海尔和华为的多案例

研究，本文展现了后发企业在感知制度转型下

后发缺陷的限制效应和使能效应，分析在这两

个效应并存的作用下，企业如何通过战略抉择

逐步获取合法性和取得创新追赶，以及这一过

程中启发式规则 （组织认知层面）和组织惯例

（组织行为层面）所扮演的角色。概括地说，借

助于纵向对比案例研究，本文形成了 “制度与

能力差距感知—组织认知—战略抉择”的内在

逻辑主线 （图６总结了该内在逻辑主线）。

图６　后发企业创新追赶全景图

资料来源：笔者绘制。

命题１：制度环境和自身能力的感知对于后

发企业的组织认知和行为不仅有限制效应，也

有使能效应。

从案例研究可以发现，在转型经济背景下，

其独特的弱制度特征，为不同感知水平的企业

提供了不同的机会认知，正是不同的制度感知

恰恰给企业带来了追赶的机会，这与现有研究

所认为的转型经济中的制度缺陷限制了企业战

略行为的判断不一致，但能有效地解释转型经

济下企业反而能实现快速追赶的理由。转型经

济的独特特征不只是如文献中强调的限制后发

企业的战略行为 （Ｃｈｉｔｔｏｏ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Ｋｕｍａ

ｒａｓｗａｍｙｅｔａｌ，２０１２），事实上从案例可以发

现，企业对制度的感知是一个意义系统，对于

意义系统理解的差异性，导致了不同的启发式

规则，基于机会创造型启发式规则的企业而言，

文献中提及的弱制度、制度缺失、制度支持或

者制度转型过程等 （Ｌｕｏ＆Ｃｈｕｎｇ，２０１３；Ｍｅｙｅｒ

ｅｔａｌ，２００９），均有可能发挥其使能效应，使得

企业做出有利于快速追赶的战略抉择。

命题２：启发式规则和组织惯例是刻画组织

认知和组织行为层面的核心变量，借助这两个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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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变量，有利于解释为什么同样的制度情境

企业会采取不同的战略抉择。

研究发现，吉利集团的快速追赶，在于其

在外部制度感知和自身能力认知下，形成了机

会获取型启发式规则和机会创造型启发式规则，

由此启发式规则作为组织认知架构，对于组织

行为 （惯例）的形成和演化产生重要作用，形

成先动性和顺应性战略抉择，这种战略抉择，

会因为行为模式的重复性与组织惯例的稳定性，

对后发企业战略抉择产生重要保障。具体而言，

后发企业在感知到制度环境中蕴含的机会和限

制以及自身能力的差距条件下，重点通过在有

限信息和新环境中用来创造机会并利用创造出

的机会来应对感知环境中的不利因素而形成的

简单且深入人心的机会创造型规则，以及在有

限信息和新环境中用来选择、利用感知环境中

的简单且深入人心的机会利用型规则，来制定

前瞻性战略决策和顺应性战略抉择。

命题３：先动性和顺应性战略抉择的直接后

果是合法性的获取和创新能力的提升，这些后

果进一步反馈于后发企业感知到的制度环境和

技术能力与市场能力的差距，进而开始新一阶

段的追赶。

在这个过程中，具体先动性战略抉择的企

业有可能会改变宏观层面或者产业层面制度的

设计和执行，尽管这些企业对制度环境的影响

相对较小，但已经逐渐引起学者们的关注

（Ｗｅｂｂ，ｅｔａｌ，２０１４）。本文还发现，合法性

的获取对于企业如何感知制度有着重要影响，

因为随着合法性的获取，企业会有更大的力量

去感知制度变迁的方向和速度，推动转型经济

中制度的完善。同时发现，企业自身创新成果

的稳步提升能够改变企业对于技术能力与市场

能力差距的感知，进而进一步影响组织认知、

行为与战略。总之，后发企业前瞻性和顺应性

追赶战略形成的合法性获取和能力提升这两个

结果，会通过反馈到对制度的感知和反馈到对

能力的感知，进而重新开始新一轮的创新追赶。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的主要理论贡献在于整合制度理论和

企业行为理论，打开了后发企业在追赶过程中

进行战略抉择的过程 “黑箱”进而贡献于转型

经济背景下的后发企业追赶文献，同时对于传

统制度理论与企业行为理论亦有贡献。具体而

言，①文献重点讨论了制度对于战略抉择的限

制作用，本文在承认这一效应的基础上，补充

了转型经济背景下感知到的制度缺失等特征可

能的使能效应，这一结论不仅对于后发企业追

赶文献有着重要启示 （江诗松等，２０１３；Ｋｕｍａ

ｒａｓｗａｍｙ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ＭｃＤｅｒｍｏｔｔ＆Ｃｏｒｒｅｄｏｉｒａ，

２０１０），对于一般转型经济背景下的战略研究，

乃至传统制度理论都有重要的启示 （Ｇｒｅｅｎｗｏｏｄ

ｅｔａｌ，２０１１；李晓丹和刘洋，２０１５；Ｄａｉ＆Ｌｉｕ，

２０１５）。事实上，本文结果响应了 Ｄａｖｉｓ等

（２００９）和武亚军 （２０１３）等对于复杂环境下启

发式规则对于企业的重要作用研究的呼吁。②本

文从制度理论和企业行为理论出发，发现后发企

业把制度感知作为意义系统对于组织认知 （启发

式规则）和组织惯性的双重作用，并指导企业进

行追赶战略抉择，这一结论对于理解文献中发现

的种种独特追赶战略是如何形成的有着重要贡献

（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５；Ｌｉ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５）。③该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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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对于企业行为理论亦有贡献：一方面回应了对

于复杂环境下启发式规则对于企业的重要作用的

研究，另一方面讨论了感知制度和能力对于启发

式规则形成的影响。此外，本文发现了企业感知

到的所取得的政府支持和创新成果对于制度和后

发劣势的影响，这些反馈机制进一步影响新的战

略形成过程，对于理解后发企业追赶过程有着重

要启示，同时也丰富了企业行为理论中关于反馈

机制的强调 （Ｇａｖｅｔｔｉ，２０１２）。

本文的管理启示包括以下三个方面：①转

型经济背景下制度的缺失有威胁也有机会，管

理者需要通过机会创造性启发式规则来指导战

略选择以实现赶超；制度转型过程中，正式和

非正式的制度的变化也需要管理者通过机会创

造型启发式规则进行应对，而后通过战略选择

实现创新追赶。转型经济的另一个特征在于政

府掌握着大量的资源 （魏江等，２０１４），通过机

会获取型启发式规则利用制度支持中蕴含的机

会进行全球网络布局，是中国后发企业实现赶

超的一条重要路径。②企业管理者在看到转型

经济背景下独特制度限制效应的同时，需要特

别关注这些制度的使能效应。后发企业管理者

在一定程度上认为愈加复杂和详细的组织程序

愈加正确，其实不然，本文结论启发管理者在

复杂环境背景下关注简单启发式规则。在转型

经济背景下，企业家已经意识到了时刻保持

“变”的重要性，但是往往认为组织惯例 “陈

旧”，而忽略了其可能的对变革的重要作用。

③中国巨大和分层的市场蕴含着大量的机会和

风险，后发企业管理者需要机会创造型启发式

规则和机会获取型启发式规则从而制定相应的

研发网络边界拓展战略，最终构筑核心能力

（戴维奇等，２０１６）。与国际领先企业在国内市

场和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也蕴藏着众多机会与威

胁一样，后发企业需要构建机会获取式的启发

式规则，进而构筑相应的研发网络边界拓展战

略，帮助其实现赶超。

尽管本文对启发式规则与后发企业追赶战

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一项探索性研究，并试图

得出一个较为 “完备性”的理论框架，但部分

环节逻辑与证据的匹配仍有待商榷，得出结论

的概化性也需谨慎对待。未来研究当然需要进

一步通过大样本统计，特别是纵向大样本数据，

检验本文结论的准确性。进一步，正如江诗松

等 （２０１３）所讨论的，在转型经济背景下，国

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有着重要不同，对比二

者的决策过程显得十分有意义。最后，尽管本

文从最根本的组织认知、组织惯例等角度出发

进行了讨论，避开了组织能力这一系列非常重

要但极易混淆的概念对于清晰地进行理论构建

十分有益，但未来研究仍可探索战略抉择过程

中不同层面 （例如网络层面、企业层面）、不同

维度 （例如技术能力、管理能力）、不同阶层

（高阶动态能力、低阶动态能力）等能力的角色

和作用 （刘洋等，２０１３；魏江等，２０１４；戴维

奇等，２０１６）。

总之，聚焦于 “转型经济背景下后发企业

如何做出追赶战略”这一问题，本文发现面对

复杂的制度环境，处于后发劣势的中国企业可

能以更加简练的 “启发式规则”来应对才能实

现创新追赶，这一发现为探讨后发企业追赶战

略决策背后的认知机制迈出了重要一步。考虑

到转型经济体为研究制度复杂理论、战略的认

知基础、后发企业追赶理论等提供了一个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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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场所，期待未来更多地研究发展这一流派，

为后发企业如何做出战略抉择这一研究问题提

供更加丰满的全景图。

（接受编辑：井润田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年９月２０日

接受日期：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１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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